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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regions) 这个尺度便尤其值得探讨; 最后，他进而引用了阿帕杜赖( Arjun Appadurai) 的一句话

“世界可能包含了许多区域，但区域也在想象它们自己的世界”，并提倡建立一个新的“社空词库”
( sociospatial lexicon) ，去发展和理解新的地理尺度; 而要探讨区域间的相互联系，最佳的办法莫过于

从物与人在跨国或跨区的流动开始。①这应该就是他说的如何将隐喻性的空间和物质性的空间联系

起来的两个向度了。本文着意用时人的用语和空间感来绘画这幅“粤语声域示意图”，就是受到上述

范申德尔观点的启发。
为什么国别与全球之间的尺度会被忽视呢? 这可能是因为在现实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

南亚民族国家的崛起，加上亚太地区冷战的地缘政治作祟，这些“之间”地带一直在萎缩。研究者绝

大部分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他们本该有的区域视野，也往往为国别的思维所束缚，而未能对其研究对

象有足够的同情之理解。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失明歌者从肇庆辗转到四乡、广州、港岛

西环，最终流落到九龙的历程，并借用了他的话，指这个流转的空间就是他闯荡的“江湖”。②在这二

三百年间，粤语声域的“江湖”，逐步发展成一个以“省港澳 + 沪”为核心，向南洋和金山辐射的一个

域外有域、域内有域的有着很多“之间”地带的“超巨区”。但从种种情况看来，这个超巨区已逐渐萎

缩，“之间”也随着越趋狭隘的国别意识的强化，一个个地消失。研究者有必要更新地理观念，以区域

的视角，从人、物、财的流动来理解这个逐渐消失的世界，才有可能让思想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江湖”
得以活现在研究之中。

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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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记载古代东南亚史料最多的国家，历代保存下来的正史、地方志、档案等史料浩如烟海。
当时统治王朝强调“华夷之辨”，将东南亚诸国视为“蛮夷”之地，试图将其纳入朝贡体系。直到晚

清，随着与中国交往的增加，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才重新进入中国的视野，各地书局相继出版了《越

南地舆图说》《缅述》《黄輶日记》等涉及东南亚的书籍，体现了中国人对东南亚观念的更新。陈序经

说:“欲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尤其是古代东南亚，非用中国资料。”③霍尔说:“要获得关于这一地区

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文资源是必不可少的。”④然而，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东南亚史学术研究。
中国真正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阶段东南亚研究者首先转向了传统书

籍，穷经皓首地梳理和考证古籍，全面挖掘有关东南亚的史料，并重新进行校注和诠释。新中国成立

后的 20 年间，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以翻译国外东南亚书籍和考证南海、华侨等个别问题为主，研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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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有限。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转型期，学界开始大量引入新理论和范式，

拓宽了东南亚史研究的题材和领域。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东南亚史经历

了第三阶段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实践，走向了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之路。
目前评论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史耀南的《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戴可来和王介南

的《中国十年来对东南亚的研究》、贺圣达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袁丁的《评中国有

关东南亚的研究》、陈奉林的《近十年来国内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研究述评》、梁志明和李一平的《中国

东南亚史学研究的进展与评估》，以及范宏伟的《新世纪以来关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

现状分析》。这些作品全面梳理了以往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指出了研究问题、范式

和路径的变迁。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区域国别视域下，剖析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之

短长，透视区域国别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和能动作用，以不同时期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

述为例，构建中国东南亚史的发展进程。
中国东南亚史的研究成果很多，难以全部进行考察，因此需对其范围作出限定: 本文着重考察研

究东南亚区域和国别的论著，简化专门史作品，排除古籍资料、游记、传记等记叙性作品。即便如此，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仍不得不放弃对部分优秀文献的梳理。

一、传统考据时代与东南亚史研究的边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长傅、岑仲勉、陈序经、冯承钧等学者以挖掘和考证中国古籍为主，辅以西

方资料，集中论证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相关问题。李长傅的《南洋各国史》《南洋史纲

要》、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王婆楞的《中缅关系史纲要》、黎正甫的《中暹关系史》、王任叔的

《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和夏光南的《中印缅道交通史》都是该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①

学者们探讨了东南亚史研究的边界。冯承钧认为，“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

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

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则概名之

曰南海或西南海。”②在元明时期，当今的东南亚地区涵盖了东洋和西洋部分地区。陈显泗认为:“至

清初，乃有南洋及东南洋之名; 清中叶以后，今日的东南亚地区概称为南洋。今天的东南亚，就是历

史上的南海( 一部分) 、东洋和南洋，在这个地域内的国家，就是我们东南亚史研究的范围。”③

“东南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战区之一，在战后成为一个政治、地理和历史概念，被学

术界广泛采用。中国学者也接受了这一概念。在吴小安看来，从“南洋”到“东南亚”，不仅是名称的

变化，而且代表了两种不同取向、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际政治霸权、不同身份认同和学术传统。南

洋研究以中国和华侨华人为中心，而东南亚研究呈现出非常浓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表现为非

殖民主义、冷战、发展与现代化，等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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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阿米塔·阿查亚质疑，今天被称为东南亚的这片区域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发

明。他表明，尽管早期东南亚各民族并不将自己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但长期的历史联系已然将东

南亚融合为一个整体。① 阿查亚试图淡化东南亚的地理特征，强调东南亚各民族自古具有共同的思

想、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长期文化纽带，因而形成了一致性和区域性特征。
有一点可以确认，在对东南亚国家早期起源的研究中，中国古籍和学者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籍和学者对该区域的解释、创造和传播，经过伯希和、马司帛乐和戈岱司等西方学者的介绍，

回流到东南亚，推动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形成。缅甸的蒲甘、柬埔寨的吴哥、泰国的素可泰和爪哇的

满者伯夷等古代王国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中。依靠中国古籍关于本民族起源和迁徙的记录，

殖民地历史学家重构了被欧洲殖民之前的历史，使本民族能够重新审视被殖民者贬低的过去，增强

本民族自豪感，以对抗欧洲文化的入侵。他们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了悠久的王朝世系、辉煌的文治武

功和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独立后的东南亚新兴国家利用这些知识重建了民族谱系。长期以来，中

国学者和古籍帮助东南亚各民族唤醒集体记忆，对其国家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传统路线延续与新理论、范式的引进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国东南亚史学者延续了早期路线，重点翻译国外史学著作、研
究华侨问题和国别史料汇编。如姚楠校注的《缅甸史》、陈序经的《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史研究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多数成果以内部研究、讲义和时事读物

为主，对策性较强，集中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文古籍、史料整理

和校注方面也有一些新作问世，如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

风土记校注》、谢方的《东西洋考》。韩振华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搜集了图书、地图、档案、方
志、报刊和调查资料，融合了 1982 年以前有关南海诸岛的所有资料。黄国安等著《中越关系史简编》
阐述了古代交趾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从公元 10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越关系的变迁。陈

显泗等合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搜集自东汉至明清 100 多种古籍中有关柬埔寨的记载。
郑鹤声、郑一钧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根据郑和下西洋的文物和调查资料，认为郑和不仅到过西

洋，也到过东洋即婆罗国以东地区。② 可见，东南亚史学经历了前一时期的断层和跌宕后，重新复苏

和延续。尽管缺乏突破，但为后续东南亚史学的转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东南亚史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与现实相关的问题上，注重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中国学者正本清源，驳斥东南亚史中流传已久的谬见。杜玉亭、陈吕范的《忽

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陈吕范的《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

族大量南迁》《泰族起源问题研究》，提出南诏大理国的文物具有彝族和白族特色，大理和素可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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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确证了南诏、大理国非泰族所建，推翻了一百多年前由拉古柏里假设、流传

甚广的“泰族建南诏王国说”。① 蒙文通的《越史丛考》驳斥了越南史学家陶维英提出的楚、越同族之

说，“楚、越畛域既殊，楚、越亦不同祖，又据诸书所载，楚、越人民亦不得为同族也”。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学者主动吸收新的理论和范式，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通史、国别史

和华人华侨史著作。新的著作超越了早期对东南亚史描述性的书写，利用科学研究方法，探索其

发展的规律和机制。这一时期的学者更注重审视和反思传统研究的主题和思路。梁志明的《殖民

主义史·东南亚卷》系统论证了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东南亚殖民地社会的特

点。汪新生的《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探讨了战后东南亚各国发展道路和现代化进程。何平的

《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指出古代东南亚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形成的并非典

型的奴隶制社会，而是封建制因素与奴隶制因素相伴而生的社会。贺圣达等人的《战后东南亚历

史发展( 1945—1994) 》将战后东南亚历史划分为西方议会民主制时期、集权型时期和调整变革时

期，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秩序稳定呈正相关关系，稳定和渐进改革的东南亚国家取得了更明显的发

展效绩。梁英明等合著的《近现代东南亚 ( 1511—1992 ) 》强调 16 世纪欧洲殖民者到来后，东南亚

“内部的联系空前增加了”，贸易和市场将东南亚与全球网络联结在一起，从而为东南亚带来了近代

性和现代性。③ 中国学者注意到东南亚地区的整体性特征，并从地理结构、民族迁徙和生产力发展的

角度解释早期东南亚发展的一致性。随着大陆东南亚缅、泰、越族的崛起和海岛东南亚伊斯兰教的

传入，东南亚走上了多元、复杂的发展道路。西方殖民统治、华人移居东南亚，进一步加深了其多元

化程度，形成民族和宗教的“马赛克”社会。在国别史方面，陈显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运用中国古

代文献和柬埔寨学者的文献，论述了史前时期到独立时期的柬埔寨史。王任叔的《印度尼西亚古代

史》引用大量古籍、考古发掘、碑铭，证明了印尼民族与亚洲大陆的民族起源于同一民族共同体，拔罗

婆字体或纳加里字体书写的梵文碑铭证明古代印尼曾出现了印度化国家;《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展示

了近代印尼人民反抗殖民者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进程。贺圣达的《缅甸史》采用中国古籍和西方学

者的有关记载，发掘缅甸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对早期国家、英国对缅甸殖民统治的特点和

民族解放运动都提出新的探讨。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阐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民族独立运动时

期的菲律宾历史。④

在东南亚文化史方面，梁志明的《古代东南亚印度化问题刍议》在肯定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古代

文明影响的同时，强调东南亚自身的文化特征，批驳了简单将古代东南亚看作“印度化国家”的观

点。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指出早期东南亚文化由于其原始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随着

生产力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加，海岛东南亚和大陆东南亚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之间的差异日益

增大。童恩正的《南方文明》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以南，东南亚早期文明中的许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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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杜玉亭、陈吕范:《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历史研究》1978 年第 2 期; 陈吕范: 《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

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东南亚》1986 年第 1 期; 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
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汪新生:《世纪的回顾 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广西人民

出版社 1998 年版; 何平:《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贺圣达等:《战后东南亚历

史发展( 1945—1994)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 1511—1992)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王任叔: 《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任

叔:《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

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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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越人文化及百越民族南下有关联。这推翻了稻作、动物驯养和青铜器都起源于东南亚，东南

亚为“东亚古代文化中心”之说。王介南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

交流的特点和趋势，认为稻谷由中国传入东南亚，棉花由东南亚通过两条途径传入中国，勾勒了中

国与东南亚物质文化交流的路线。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采用了东南亚语和僧伽罗语资料，

将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等纳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分析了各国南传佛教间的

传承关系。①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强调东南亚文化多样性和整体区域史观，但综合而言，中国东南亚史学

者的视角是以民族国家为指向，以国家认同为基础。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政治最突出的特征，由于

西方的扩张和影响，这一概念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区域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研究也难逃此窠

臼。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已将目光投向“次区域”，如缅北克钦山区、婆罗洲中部雨林带、吕宋岛北部

山区等。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佐米亚( Zomia) 这一处于低地平原主导的国家之外的边缘地

区。佐米亚的政治特征是它的“非国家空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逃避国家统治的群体。西方学者想

象了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与缅甸西北部交界这一与“中心区域”相对的“边缘区域”，并构建了该

区域的知识话语体系。佐米亚范式部分解释了东南亚高地民族反对其所属国家主导的民族国家构

建现象。将关注目光投向佐米亚这类边缘区域，有助于我们打破民族国家的单一视角，克服狭隘的

区域史观。不过，韩恩泽等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佐米亚在 20 世纪上半期以来成了现代国家渗透的目

标，主权野心、现代化、技术力量和国家构建都破坏了以往无政府的空间。佐米亚被分解为不同国家

的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国家改变了当地人们的“不可读”状态。②

三、跨学科和多领域导向的东南亚史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使用了新理论和模型，既推进国别研究和专门史研究，又促进了区域研究

和综合性整体研究。年鉴学派和后殖民主义史学理论等扩大了中国东南亚史的视野，比较研究、定
量分析、口述调查等跨学科方法对东南亚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思想史、女性史、口述史和环境史等

受到关注。
这一时期华人华侨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东南亚华人族群、华侨民族主义、基督教与华人、华

人迁移史、华人对东南亚国家发展的贡献及影响等议题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庄国土认为“东南

亚华人族群”是东南亚本地的多元族群之一，不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族群性; 随着

华族政治地位改善和土著经济地位上升以及族群交流频繁，华族与土著关系将趋于和谐。张坚总结

了 20 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目标和内在动力。朱峰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探讨近代移民东南

亚的华人基督徒在文化交流与冲击中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宗教社区与族群传统的过程。高伟浓认为

近代中国超负荷人口载量、经济衰败、政治迫害等导致华人向东南亚迁移; 华侨的经济行为自成一

体，具有高度的原发性。国别华人华侨史研究也获得相应发展，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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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志明:《古代东南亚印度化问题刍议》，《南亚东南亚评论》第 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 1991 年版。
Enze Han，“Neighborhood Effect of Borderland State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Myanmar and Its Neighbors”，The Pacific Review，

Vol. 33，No. 2，2020，pp. 305 － 330.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华侨成为研究焦点。①

东南亚国别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了纵深发展，《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
《越南通史》《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缅关系史》《中泰关系史》等相继出版。② 这一些

学者坚守在国别领域，尽可能接近研究对象国文本和田野资源，对对象国历史进行精细化研究。尽

管学界的兴趣越来越转向广泛的整体区域，国别研究者面临着艰难时期，但他们的叙事摆脱了基于

对象国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和传统习俗等就事论事的窠臼，引入了政治地理、民族主义和

现代化等主题，体现了国别视角下东南亚史研究的趋势和指向，无疑丰富了新一代东南亚研究者的

专业知识，重新唤起了研究者对国别研究的兴趣。
跨学科方法在东南亚史研究中也被采用。包茂红分析了东南亚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跨学科领

域在东南亚史研究中的地位、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战后菲律宾森林经济与生态发展矛盾的历

史，用跨学科方法解释了菲律宾森林滥伐的原因和影响。范若兰从女性主义出发，聚焦于东南亚国

家女性参与政治的路径，探讨父权制和性别秩序对东南亚女性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影响。③ 跨学科方

法为我们研究东南亚史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环境和生态对东南亚国家形成和历史发展进

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该影响长期被东南亚研究者忽视了。东南亚地处热带，这种环境决定了东南

亚农业模式和人口结构。热带森林植被繁茂、土地长期休耕、人口密度低导致主要依赖贸易和商业

的城市出现较晚，这可以解释古代东南亚国家形成迟缓、王国中心易于崩溃或转移的原因。西方殖

民者的到来，带来了新的开发模式和商业渗透，大规模毁林造田，推广水稻和橡胶种植，促进了集约

型农业增长和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出现，并不断将生产向边疆扩张。快速的环境变化对东南亚区域

内贸易、社会和文化融合以及政治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东南亚文化史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关注点。贺圣达、梁志明、曹云华、周伟民、唐玲玲等学者从

区域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共性、特色及变迁。④ 他们将东南亚定义为具有共同文化

特征和历史经验的独特区域，一方面承认东南亚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探索其文化、宗教和政治组

织方面的共性。综合而言，在寻找塑造东南亚早期历史的总体框架时，中西方学者采取了不同路径。
中国学者从文化角度强调东南亚整体史观，以“通东南亚古今之变”。西方学者强调文化范式对理解

东南亚的至关重要地位，利用“曼陀罗”等文化人类学概念，试图解释东南亚政治和历史演变过程。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强调东南亚区域的本土性和一致性。同样作为东南亚之外的他者，西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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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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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国土等:《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华侨口述历史丛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张坚:《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 1912—192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朱

峰:《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高伟浓:《世界华侨华人通

史·东南亚卷》，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 年版; 徐善福、林明华:《越南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范宏伟: 《缅甸华

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年版;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1 年版; 李晨阳:《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 1962—2006)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余定邦:《中

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年版;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包茂红:《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述评》，《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4 期; 包茂红: 《森林与发展: 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 1946—1995 )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范若兰:《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 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 1929—1941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年版; 范若兰:《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参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 从原始社会到 19 世纪初》，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梁志明等:

《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年版;

周伟民、唐玲玲:《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南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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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曼陀罗”“银河政体”和“尼加拉”等概念描述古代东南亚国家结构和国家间体系。① 沃尔特

斯将曼陀罗概念推广到对蒲甘、吴哥、素可泰和占城等王朝的叙事中，在中国东南亚学界产生巨大影

响力。借助对 19 世纪巴厘岛社会组织的观察和构思，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了本土文化导向的“尼

加拉”范式，即由国王、神灵、仪式造就的古代东南亚“神王秩序”。这其实是曼陀罗的升级版。
西方学者们发明了这些概念并沉浸其中。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反映了古代东南亚国家传统秩

序的实质，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首先，它们是一种继承自古印度的“本土”模式，因此“保护”了东

南亚研究免受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影响。其次，它们来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更具有人文主义倾向，

而减少了国家政治色彩，这增加了其学术吸引力和解释力。实际上，它们并非本土概念，只是西方学

者从当地原始资料中发掘的词语，但赋予其新的含义。这些模式延续了西方对东南亚地区的东方主

义想象和建构。时至今日，孙来臣提醒东南亚史学者避免“以中国为中心、片面看待东南亚、夸大中

国影响”的“中国中心主义”。② 在学习西方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同时，我们同样要关注中西方东南亚

史叙事中的想象和构建成分。

四、走向新区域国别研究之路

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区域国别研究如何融入史学，如何推动跨学

科对话，如何夯实其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的地位，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是传统学

科对国外研究的地域延伸和综合应用，因此，东南亚史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史学对东南亚地区的

延伸。东南亚史研究作为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国别特征。
“旧”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欧洲殖民官员通过实地考察收集详尽的数据，

与探险家的游记和记述，成为最初区域国别的书写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

其等古老帝国的崩溃促成了拥有本土语言、文化和政治特征的新民族国家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大批亚非拉殖民地纷纷独立，美苏冷战加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理解和研究不同国家和区域

已关系到大国的国家利益。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国别研究开始衰落。冷战结束并不是区域国别研究退潮的唯一原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区域特殊性不再是理解的障碍，也降低了其重要性。“9·11 事件”后二十余年内，美国再次加大了

区域国别研究的力度。建立于殖民需求和冷战霸权争夺基础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称之为“旧”区

域国别研究。
中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时自身面临的环境已然发生了变化。西方殖民者对弱小民族鲸吞掠夺、

丛林法则盛行的殖民世界已演变为后殖民世界，知识生产中心不再固定于西方，东南亚和其他非西

方地区从研究对象转变为知识生产者，通信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完善和全球网络扩张深刻改变了民

族国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家利益之间产生了更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国日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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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曼陀罗”( Mandala) 在梵语中是“圆圈”之意，奥利弗·沃尔特斯( Oliver Wolters) 用这一概念描述古代东南亚政治结构: 国王统

治集中于首都周边地区，离首都越远则统治权力越弱，曼陀罗具有非中央集权、领土范围变化的特征。“银河政体”是斯坦利·
坦拜雅( Stanley Tambiah) 以从文明中心散发的银河系结构描述拥有霸权但并非实施直接统治的东南亚古代王国。“尼加拉”
( Negara) 在印尼语中是“国家”或“政治权力机构”之意，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以巴厘岛为例证明了古代东南亚国

家特征，当地政权并不实施专制、征服或有效治理，相反专注于举行盛大传统仪式，又称“剧场国家”( Theater State) 。
孙来臣:《中国东南亚研究评述》，《南洋问题研究》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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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走出去”步伐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
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地区各国文化的同质化，区域间、国家间和群体间的差异将持续存在。宏大

学科理论并不适用世界所有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必须适应不同国家和社会独特的政

治发展水平、文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水平。区域国别研究提倡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深层经验知识”，

鼓励理论、方法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契合了中国在面对来自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不同问题时，采取精

细化、分层次和个性化应对措施的需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区域国别

研究。
在一些国家的学术体系中，区域国别研究很早就被纳入历史学科之中。东南亚史研究应将区域

国别研究与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为史学提供非西方的知识，验证和补充史学理论，并以理论指导

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早期中国东南亚史学者注重国别研究，此后日益强调该地区的整体性。进入 21 世纪以来，区域

国别视角成为东南亚史研究中日益突出的特征。一般而言，中国东南亚史的研究重点放在东南亚地

区和国家的研究及文献上，更具有区域国别导向。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跨时空的普遍理论原则更

感兴趣，更具有大学科导向。今天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跨学科方法，寻求融合科学和人文路径，探

索区域国别和史学之间的交叉点。一些学者呼吁，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培养“学术理论和洞察力”和

“方法论上的自觉性”来满足其理论潜力和拓展研究的需要。
东南亚研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具有“外生性”，研究该地区的主要是中国和西方学者。西方对东

南亚研究拥有历史上的霸权地位，中国正在迎头赶上。除新加坡，整个东南亚的历史研究并没有蓬

勃发展起来。这影响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中国学者面对殖民主义史学和当地民族主义史

学，选择了重建而非构建东南亚史，这对于“维护东南亚史”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地民族主义史学试图

提升东南亚独立自主意识，却又无法与殖民主义史学切割，反而求助于西方虚构的神话时，中国学者

的研究起到了辨别谬误、回归本真的作用。随着东南亚史学走向新区域国别研究之路，中国关于东

南亚的区域知识将不断提升，问题导向将更加明确，研究边界也将不断扩展。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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